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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湍流混合直接观测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很大程度限制湍流混合的研究, 所以基于温、

盐、流资料估算海洋湍流混合的方法应运而生。本文应用在吕宋海峡观测到的 23个自由下降微结构

湍流剖面仪观测数据和水文观测数据, 首次对目前常用的 Gregg-Henyey-Polzin (GHP)细尺度参数

化、Mackinnon and Gregg (MG)参数化和 Thorpe尺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 评估它们的适用性。发现

GHP 参数化方法能够很好地估算吕宋海峡的湍流混合。虽然 GHP 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总体上

要偏弱于观测的结果, 但估算和观测的差异在 2 倍以内的结果占 71%, 与微结构湍流剖面仪观测到

的耗散率在水平分布和垂向分布上呈现出相同的分布特征。基于 MG参数化方法发现估算的吕宋海

峡西侧 1200m以浅的耗散率比观测值大, 但总体上呈现出相同的分布特征。另外, MG参数化估算与

观测差异在 2倍以内的结果占 58%。表明相比于 GHP参数化方法, MG参数化方法的估算值更偏离

观测值。Thorpe尺度方法在估算吕宋海峡的耗散率时, 估算和观测的差异在 2倍以内的结果仅有 30%, 

70%的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相差高出 1 个量级, 空间分布上与观测结果差异较大。对比吕宋海峡湍

流混合参数化方法的结果表明 GHP 参数化方法最优, MG 参数化方法其次, Thorpe 尺度方法相对

GHP和 MG参数化方法较差。 

关键词    吕宋海峡; 微结构观测; Gregg-Henyey-Polzin (GHP)参数化; Mackinnon and Gregg (MG)

参数化; Thorpe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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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湍流混合过程控制海洋中的动量、质量以

及热量的输运, 对海水的温度、盐度、营养盐等的时

空分布与变化有重要的影响(Munk et al, 1998)。研究湍

流混合, 能够有效量化垂向输送过程, 提高海洋和气

候模式的模-拟和预测能力, 对全球气候和海洋环境及

生态系统的变异具有重要的意义(Wunsch et al, 2004)。 

虽然湍流混合是海洋能量从大尺度到小尺度直

至耗散的串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范植松, 2002), 

但由于湍流混合直接观测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很大

程度限制了全球混合时空分布及机制研究。但温、盐、

流水文资料不管从时间分布还是空间分布上均已有

丰富的积累。目前已发展多种基于水文资料估算海洋

湍流混合的方法。 

Thorpe (1977)提出利用温、盐资料对水体翻转尺

度进行量化, 通过翻转尺度捕捉能量级串过程, 进而

估算耗散率的方法。Thompson 等(2007)通过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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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盐资料, 基于 Thorpe 尺度方法估算 Drake 海峡

1000 m 以浅的跨密度扩散率, 发现混合分布与近惯

性波、中尺度涡以及双扩散活动相关。Jing 等(2010)

基于 Thorpe 尺度方法估算西北太平洋跨密度混合的

季节性变率 , 发现受风应力影响上层海洋的跨密度

混合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率 , 幅度随深度增加而减

小。然而, Thorpe尺度方法容易受到仪器采样频率和

噪声的影响, 对观测数据的准确度要求较高, 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Galbraith et al, 1996)。由于内波破碎是

海洋内部湍流混合的重要能量来源 , 所以基于内波

间相互作用和中纬度大洋内波场GM普适谱理论, 学

者们提出了 Gregg-Henyey-Polzin (GHP)细尺度参数

化方法(Henyey et al, 1986; Gregg, 1989; Polzin et al, 

1995)。该方法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

展, 并促进全球混合分布特征的认识。Waterhouse等

(2014)收集全球已用的水文观测数据, 利用GHP参数

化方法研究全球的混合分布形态, 发现 1000 m 以浅

扩散率量级是 10–5 m2/s, 1000 m 以深扩散率是

10–4 m2/s。这与 Munk (1966)提出需要 10–4量级的深

海跨密度扩散率维持深海层结是相一致的。近些年来, 

许多研究者们尝试提出更加简洁的参数化方案。

MacKinnon等(2003)通过研究陆架海内波场的剪切与

能量通量, 提出MacKinnon and Gregg (MG)参数化方

案, 并很好地应用在新英格兰陆架区域。Van der Lee

等(2011)发现在波罗的海观测到的耗散率与剪切和层

结成比例, MG 参数化方法可以很好地估算当地的耗

散率。虽然 MG参数化的提出是基于陆架海研究, 但

近期已有研究将其应用到开阔大洋。Liang 等(2018)

研究开阔大洋混合发现 MG 参数化能够较好地估算

底地形粗糙站位的湍动能耗散率。 

虽然以上三种湍流估算方法已有广泛的应用, 但

目前为止还缺少对这三种方法应用比较工作。因此, 

为了比较这些湍流混合方法的应用效果 , 我们在吕

宋海峡附近开展了微结构湍流和水文观测调查。吕宋

海峡是南海与太平洋连接的通道 , 在吕宋海峡由潮

地形相互作用生成大量的内波 , 携带大量的能量通

量传播进入南海, 进而引发湍流混合(Tian et al, 2003; 

Jan et al, 2007)。此外, 观测表明大约有 2 Sv的北太

平洋的底层水通过吕宋海峡进入南海 , 然后通过南

海混合上涌到中间层 , 返回到北太平洋(Tian et al, 

2006)。所以, 这项比较工作不仅能够完善对不同参数

化方法的比较 , 也可以促进对吕宋海峡湍流混合空

间分布特征的认识。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 

为了对比研究湍流混合参数化方法, 2018 年 6

月和 2019年 7月在吕宋海峡附近开展了湍流混合观

测调查。共收集 23 个站位的微结构湍流观测剖面

和相应的 23 站水文观测剖面。直接湍流混合观测

数据采用一种新型的自由下降微结构湍流剖面仪

(expendable vertical microstructure profiler, XMP)。XMP

头部安装一种可抛弃式剪切探头 , 自由下降到设定

深度经触发熔断后, 抛弃剪切探头, 然后靠浮力回到

海面。温盐数据采用 Seabird 9–11 Plus CTD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分辨率为 24 Hz, 温

度精度为 0.001°C, 电导率精度为 0.0003 S/m。流速

与剪切数据来源于 2 台 300 kHz 的 lowered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s (LADCP)。LADCP被固定在

采水器上 , 随 CTD911plus 一起下放 , 采样频率为

1 Hz, 层间距设置为 10 m。在本文中我们利用同步观

测的微结构湍流及温、盐、流数据, 开展湍流混合参

数化方案比较研究, 站位图分布见图 1。 

1.2  方法 

1.2.1  微结构湍流剖面仪观测    海洋内部的湍动

能耗散率()和密度扩散率(K)是研究海洋混合分布

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的重要参数。利用微结构剪切信号, 

在各项同性假设下, 湍动能耗散率OB的计算公式:  

max

1

2

OB 7.5 7.5 ( )d
k

k

u
k k

z
         ,    (1) 

式中 , 表示运动学分子粘性系数 , 表示空间平

均, u表示水平速度分量, z表示垂向坐标, (k)表示

剪切谱, 采用 6 m速度剪切剖面计算得到, k表示垂

向波数。 

由于湍流的高非线性和混沌特性 , 目前对其精

确描述是不可能的。我们近似认为微结构剪切计算得

到的结果是海洋内部真实的湍动能耗散率。图 2 是

XMP 观测的垂向剪切谱, 对剪切谱积分得到湍动能

耗散率。积分下限(k1)设置为 1 m–1; 积分上限(kmax)

设置为以下值的最小值(Shang et al, 2017a): a. 仪器

振动破坏剪切信号的最低频率; b. 剪切探头的空间

分辨率(150 m–1); c. antialiasing filter的截止频率; d. 通

过 Nasmyth 谱计算得到 90%剪切方差的波数

k90 (Luec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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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吕宋海峡地形和观测站位图 
Fig.1  The bathymetry of Luzon Strait and observation sites 

 

 

图 2  A9站抛弃式微结构湍流剖面仪的速度剪切谱 
Fig.2  Spectrum of shear observed from XMP (expendable vertical microstructure profiler) at site A9 

注: : 湍动能耗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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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GHP 方法    Henyey 等(1986)基于内波间相

互作用理论, 通过 ray-tracing方程预测内波从大尺度

向小尺度湍流的能量转换率。Gregg 等在 1989 年首

次利用观测数据, 通过速度垂向剪切、浮力频率和大

洋内波 GM 谱建立内波耗散参数化方法估算海洋混

合, 内波作用的耗散率结果与 Henyey 模型预测结果

一致 , 该方案表明可以用细尺度海洋数据资料来估

算微尺度混合。由于内波间非线性波波相互作用, 能

量从大尺度向小尺度传播 , 剪切方差逐渐增大到内

波破碎发生湍流混合为止。内波破碎耗散的能量近似

与从大尺度向小尺度的转换能量相等(Polzin et al, 

1995; Gregg et al, 2003)。在之后的研究, 参数化方法

得到进一步改进 , 通过增加纬度依赖项和剪切应变

方差率 Rw, 分别来表征纬度变化和内波场的纵横比

对混合强度的影响(Gregg et al, 2003; Kunze et al, 

2006; Polzin et al, 2014), 耗散率可以参数化:  
222

GHP 0 w2 220 GM

= ( )
z

z

vN f
h R j

NN v
 

   
       

,      (2) 

w
w

w w

13
( )

2 2 1

R
h R

R R





,          (3) 

30 0 30

arccos ( / )
=

arccos ( / )

f f h N f
j

f h N fN

 
 
 

,        (4) 

22 2
w = /z zR v N  ,           (5) 

式中, 0 =4.7×10–10 W/kg, 30 = (30 )f f  , f 表示科氏频

率, N表示浮力频率, N表示平均浮力频率, 0N =5.2× 

10–3 rad/s, 2
zv 表示垂向剪切方差 , 2

GM zv 表示采

用 GM 谱计算的剪切方差(Garrett et al, 1972, 1975; 

Gregg et al, 1991, 2003)。Rw表示浮力频率标准化后的

剪切方差与应变方差比 , 2
z 表示应变方差 , 

2 22( ) /z N N N    。 

计算剪切方差和应变方差, 首先将 LADCP 数据

处理成 10 m 分辨率标准网格的剪切数据, CTD 数据

处理成 2 m 分辨率标准网格的温盐密数据(Kunze et 

al, 2006); 其次, 将每个剖面从底部向上分成 320 m

长的一系列片段, 每个片段与相邻片段重叠 160 m, 

对每个片段的剪切和应变做谱分析 , 得到速度剪切

谱 [ / ]zS v N 和应变谱 [ ]zS  , 见图 3; 最后, 从最小波

数积分到最大波数, 分别得到式(2)中标准化的剪切

方差
22 /zv N 和式(5)中的应变方差 2

z :  

max

min

2

2
( )d

kz z
z zk

v v
S k k

NN

     ,         (6) 

max

min

2 [ ]( )d
k

z z z zk
S k k   ,          (7) 

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对谱 [ / ]zS v N 和 [ ]zS  积分

的上下限是不同的, 谱 [ / ]zS v N 的积分下限对应波长

为 320 m, 积分上限对应波长为 150 m。谱 [ ]zS  的积

分下限对应的波长为 150 m, 积分上限对应波长为

25 m (Kunze et al, 2006)。GM模型谱的剪切方差和应

变方差通过相同波段积分得到:  

max

min *

2 2
GM 0 *

2 2

3π
d

2 ( )

kz z
zk

z z

v E bj k
k

k kN


 ,    (8) 

max

min *

2
2 0 *

GM 2

π
d

2 ( )

k z
z zk

z z

E bj k
k

k k
 

 ,      (9) 

式中, * 0=π * /
z

k j N bN , *=3j , b=1300 m, E0=6.3×10–5。 

1.2.3  MG方法    MG参数化方法是由MacKinnon

等(2003)尝试将 Henyey 的 ray-tracing 能量传输模型

引用到陆架区域而提出的新的混合参数化方案。其假

定大尺度剪切主要来自于近惯性波和半日潮波 , 能

量密度与层结强弱成比例 , 内波场中的水平波数是

个常量。在这些假定下, 该方法估算的英格兰陆架的

耗散率总体分布上与观测耗散率保持一致。MG参数

化方法通过剪切和层结, 耗散率可以参数化为:  

MG 0
0 0

N S

N S
 

  
   

  
,            (10) 

式中, 0  3.25×109 W/kg, 0 0=N S  5.2×103 rad/s, S

是速度剪切, N是浮力频率。 

计算剪切和浮力频率前, 首先将 LADCP 数据处

理成 10 m 分辨率标准网格的剪切数据, CTD 数据处

理成 10 m 分辨率标准网格的温盐密数据。然后, 将

每个剖面从底部向上分成 320 m长的一系列片段, 每

个片段与相邻片段重叠 160 m, 最后计算每个片段的

剪切和和浮力频率的均值。 

1.2.4  Thorpe 尺度方法    Thorpe 尺度是基于水体

翻转估算混合强弱的方法。Thorpe (1977)对水体翻转

的尺度进行量化, 提出 Thorpe 尺度的概念。定义为: 

密度剖面上翻转水体内的水质点在重新排序成稳定

密度剖面后所移动距离的均方根, 即:  

T rms( )L d  ,              (11) 

式中, LT为 Thorpe尺度, 0d d d   , 为 Thorpe位移, 

d为密度排序前深度, d0为密度排序后深度, rms表示

求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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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9站位中六个片段深度内的 LADCP剪切谱及 CTD应变谱 
Fig.3  Spectrum of shear from Lowered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s (LADCP) and spectrum of strain from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CTD) at site A9  
 

Thorpe尺度是 Ozmidov尺度的一种很好的近似。

Ozmidov 尺度 LO指在稳定层结的湍流中水体翻转可

形成的各向同性湍流的垂向最大尺度, 即:  
1/ 2 3/ 2

OL N  ,            (12) 

Dillon(1982)研究表明 LT 和 LO 的关系为

LO/LT=0.8, 所以通过 Thorpe尺度可求得耗散率Thorpe:  
2 3

Thorpe T0.64 L N   .           (13) 

24 Hz 采样频率的密度剖面计算 Thorpe 尺度时, 

需要去除由仪器噪声和盐度尖峰导致的虚假水体翻

转, 适当进行滤波, 将高频的毛刺滤除。首先对质控

后的密度数据进行重新排序, 然后计算 Thorpe 位移, 

再利用Thorpe位移之和等于 0, 即 =0d  , 初步判断

水体翻转现象的位置(Thorpe, 1977)。翻转的水体, 位

密剖面排序后在位密剖面左右形成“Z”形结构(图 4)。

由于, 在水体的某些位置, 尤其是上层水体层结较强

的位置, Thorpe尺度方法并不能连续地识别出水体翻

转, 所以并不能连续地估算一个水柱的混合率。本文

需要对三种方法进行比较, 所以计算了每个 320 m长

的片段的平均耗散率。 

 

图 4  A9站位 Thorpe位移与密度翻转 
Fig.4  The Thorpe displacement and density overturn at site A9 

 
受海气间相互作用影响 , 混合层内水体的性质

变化较大。而混合层以深, 由于稳定的海洋动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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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的性质相对稳定。因此, 各站位数据处理过程中

均去除混合层内的数据。另外, 观测中 2000 m 以深

的数据相对较少, 如 Argo 数据主要是对上层 2000 m

的温盐观测。所以 ,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比较 80—

2160 m范围内的参数化结果。 

2  结果 

2.1  湍动能耗散率的水平分布比较 

为了研究三种方法估算耗散率在水平分布上的

应用, 我们对 80—2160 m 的耗散率做垂向平均, 得

到吕宋海峡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图 5)。图 5a 是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得到的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在吕宋海

峡 120.5°E 断面上, 平均耗散率为 4.710–9 W/kg; 吕

宋海峡断面以外, 平均耗散率为 1.410–9 W/kg。其中, 

吕宋海峡以东的平均耗散率为 2.310–9 W/kg; 吕宋

海峡以西的平均耗散率为 1.010–9 W/kg。吕宋海峡断

面上的平均耗散率是吕宋海峡以外区域的 3.3 倍, 是

吕宋海峡东侧平均耗散率的 2.0 倍, 是吕宋海峡西侧

的 4.7 倍。结果表明吕宋海峡断面上的耗散率最大, 

向东西两侧呈递减趋势 , 吕宋海峡东侧耗散率要高

于西侧耗散率。另外, 也可以发现北部要比南部的耗

散大, 从北向南有递减趋势。 

接下来, 我们得到 GHP 参数化方法估算吕宋海

峡平均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图 5b)。结果显示吕宋海峡

120.5°E 断面上, 平均耗散率为 3.210–9 W/kg; 吕宋

海峡以外, 平均耗散率为 1.2 10–9 W/kg。吕宋海峡以

东的平均耗散率为 1.910–9 W/kg; 吕宋海峡以西的

平均耗散率为 0.810–9 W/kg。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相

比, 吕宋海峡断面上估算的耗散率是观测的 68%; 吕

宋海峡东侧, 估算值是观测值的 82%, 吕宋海峡西侧, 

估算值是观测值的 80%。基于 GHP 参数化估算耗散

率水平分布的结果与 XMP 观测结果相比较, 我们发

现 GHP 参数化结果要偏弱, 如吕宋海峡断面上的平

均耗散率是吕宋海峡以外区域的 2.8倍(小于 XMP观

测的结果 3.3, 见图 5a)。 

同样, 我们得到MG参数化方法估算吕宋海峡平

均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图 5c)。在吕宋海峡断面上, 平

均耗散率为 1.910–9 W/kg; 吕宋海峡断面以外, 平均

耗散率为 1.610–9 W/kg。吕宋海峡以东的平均耗散率

为 1.610–9 W/kg, 以西的平均耗散率为 1.510–9  W/kg。

MG 参数化估算的结果在吕宋海峡断面及其东侧要

比 GHP参数化结果更弱些, MG方法估算值分别是观

测值的 41%和 70%。然而, 在估算吕宋海峡西侧的平

均耗散率的水平分布比观测结果偏大 , 高出

0.510–9 W/kg。表明 MG参数化估算的耗散率在水平

分布上与观测结果相比较, 呈现不一致性, 吕宋海峡

及其东侧估算值要偏低 , 而吕宋海峡西侧估算值要

偏高。 

 

图 5  80—2160 m平均湍动能耗散率的水平分布比较 
Fig.5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comparison of mean dissipation rate in 80—2160 m 

注: a: XMP观测的耗散率; b: Gregg-Henyey-Polzin(GHP)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c: Mackinnon and Gregg (MG)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

率; d: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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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我们给出基于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吕宋海

峡平均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图 5d)。计算显示在吕宋海

峡断面上, 平均耗散率为 1.110–9 W/kg; 吕宋海峡断

面以外, 平均耗散率为 3.210–9 W/kg。吕宋海峡以东

的平均耗散率为 2.710–9 W/kg, 以西的平均耗散率为

3.510–9 W/kg。Thorpe 尺度估算吕宋海峡断面的耗散

率与观测结果相比, 观测结果是估算结果的 4.2倍。而

在吕宋海峡断面东西两侧 , 估算值分别是观测值的

1.2和 3.5倍。结果表明, 在水平分布上 Thorpe尺度估

算的耗散率与观测结果相比较, 吕宋海峡断面估算结

果较低, 吕宋海峡东西两侧估算结果较高。 

应用三种方法估算吕宋海峡的耗散率 , 我们在

水平分布上对估算结果和观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

GHP 参数化估算结果虽然略低于观测值, 但与观测

的结果最接近。MG参数化方法估算吕宋海峡西侧耗

散率要比观测值高 , 但估算结果总体上和观测结果

是一致的。Thorpe尺度估算的结果与观测结果存在较

大差异, 在吕宋海峡断面上估计值小于实际值, 而吕

宋海峡东西两侧均高于实际值 , 尤其在吕宋海峡西

侧, 估算的偏差更大。 

2.2  湍动能耗散率的垂向分布比较 

为了探索三种方法估算耗散率在垂向分布上的

应用 , 我们将各站位计算的耗散率沿着经向对纬向

做平均 , 比较了三种方法估算的耗散率与微结构剖

面仪观测的耗散率在垂向上的分布(图 6)。图 6a 是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的耗散率的垂向分布。我们发

现, 1200 m以浅耗散率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不均一性。

吕宋海峡 120.5°E 断面及其以东 1200 m 以浅的耗散

率可达 O(10–8)W/kg, 吕宋海峡西侧 1200 m以浅的耗

散率比东侧耗散率要小, 量级在 10–9 W/kg。另外, 垂

向分布结果显示 1200 m 以深的耗散率逐渐递减, 且

东西方向上呈现出均一性, 耗散率在 10–10 W/kg。根

据以上结果的分布特征, 我们将垂向分布分为 A、B、

C 三个区域进行研究 , 分别为吕宋海峡断面西侧

1200 m以浅、吕宋海峡断面及其东侧 1200 m以浅和

吕宋海峡 1200 m以深区域(图 6a)。计算结果显示, A

区域平均耗散率为 1.410–9 W/kg; B区域平均耗散率

为 4.310–9 W/kg; C区域平均耗散率为 0.510–9 W/kg。 

 

图 6  湍动能耗散率的垂向分布比较 
Fig.6  Comparison in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dissipation rate 

注: a: XMP微结构湍流剖面仪观测的耗散率; b: GHP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c: MG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d: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

的耗散率; A、B、C分别表示为吕宋海峡断面西侧 1200 m以浅、吕宋海峡断面及其东侧 1200 m以浅和吕宋海峡 1200 m以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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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我们比较 GHP 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

率与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耗散率的垂向分布 (图

6b)。GHP参数化方法估算 A、B、C区域平均耗散率

分别为 1.310–9 W/kg、3.410–9 W/kg、0.410–9 W/kg。

在 A区域, 估算值是观测值的 86%; 在 B区域, 估算

值是观测值的 78%; 在 C 区域, 估算值是观测值的

68%。另外, GHP参数化估算结果显示 B区域耗散率

比 A区域耗散率高, C区域的耗散率在东西向呈现均

一性。结果表明, 虽然 GHP 参数化估算结果要偏低

于 XMP 观测结果, 但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在垂向分

布上具有相同的分布特征。 

同样, 我们得到MG参数化方法估算耗散率的垂

向分布(图 6c)。在 A、B、C 三个区域估算的平均耗

散率分别为 2.410–9 W/kg、2.610–9 W/kg、0.410–9 W/kg。

我们发现 MG 参数化估算的耗散率在 A 区域比观测

结果高, 估算值是观测值的 1.6 倍, 这与该方法估算

耗散率的水平分布在西侧大于观测值是一样的。但在

B和 C 区域, 估算结果要低于观测结果, 观测值是估

计值的 1.7和 1.3倍。结果表明 MG 参数化方法估算

的耗散率与观测的耗散率在垂向分布上总体是相似

的, 但在吕宋海峡西侧 1200  m 以浅估算的耗散

率要偏高。 

最后, 我们得到 Thorpe 尺度方法估算耗散率的

垂向分布(图 6d)。计算结果显示, 在 A、B、C 三个

区域平均耗散率分别为 7.110–9 W/kg、2.410–9 W/kg、

0.710–9 W/kg。Thorpe尺度方法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

相比较, A区域的估算结果比观测结果高出 3.8倍, C

区域的估算结果高出观测结果 0.4 倍。但在 B 区域, 

观测结果高出估算结果 0.9倍。结果表明, 在 A、B、

C三个区域, 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的垂向分布特征不

对应, A区域的偏差最明显。 

我们应用三种方法估算了吕宋海峡的湍动能耗

散率的垂向分布。发现 GHP参数化结果偏低于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结果 , 但其垂向分布与观测的垂向

分布最为一致。MG参数化结果与观测结果在垂向分

布形态上基本相同, 能够较好地估算 1200 m 以深的

湍流混合, 但在估算吕宋海峡西侧的上层区域偏大; 

Thorpe 方法与观测结果在垂向分布上相比较, 估算

结果与观测结果相差较大。 

3  湍流混合参数化方案比较 

上节应用三种方法估算吕宋海峡耗散率的水平

分布和垂向分布, 并与观测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接下来 , 进一步对三种方法估算的结果进行统计比

较。对吕宋海峡所有观测站点的耗散率做水平平均, 

得到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和三种方法估算吕宋海峡

耗散率的垂向结构(图 7)。图中绿色实线是 XMP观测

结果, 灰色阴影代表 95% 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 GHP 与 MG 参数化估算结果均落在置信区

间内, 能较好地估算实际值。Thorpe 尺度结果显示

600 m以浅估算结果相对较差, 共计 33%的结果落在

置信区间之外。 

 

图 7  吕宋海峡湍动能耗散率的垂向结构 
Fig.7  Vertical structure of dissipation rate in Luzon Strait 

注: 绿线: XMP湍流剖面仪观测的耗散率; 红色上三角: GHP参数

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蓝色三角: MG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黑色点: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的耗散率; 灰色阴影: 95%bootstrap

检验置信区间 

 
接下来, 我们对三种方法估算的结果进行统计, 

评估它们在吕宋海峡的应用情况(图 8)。首先, 我们

定义一个统计比较因子, =|log10(e/o)|, e代表估算

值, o 代表观测值, 即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的比值取

以 10 为底的对数的绝对值, 越接近于 0, 估算值与

观测值差异越小。如≤1, 表示估算值与观测值差异

在 1 个量级内。然后, 我们将结果分为≤log102、

1og102<≤1和 1<≤2进行统计比较。图 8a—c分别

是 GHP参数化、MG参数化、Thorpe尺度结果与 XMP

观测结果的比较。结果表明 GHP 参数化和 MG 参数

化的结果紧密分布在黑色实线附近, Thorpe尺度结果

相对比较离散。进一步, 我们对估算结果离散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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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 给出统计直方图(图 8d)。结果表明对于 GHP

参数化、MG参数化、Thorpe尺度方法, 比较因子小

于等于 log102 的结果(≤log102)分别为 71%、58%和

30%, 比较因子大于 1og102且小于 1的(1og102<≤1)

分别为 28%、39%和 48%, 比较因子大于 1 且小于

2(1<≤2)的分别为 2%、3%和 21%。GHP 参数化和

MG参数化的比较因子小于等 1的结果分别占 98%和

97%, 而 Thorpe尺度方法估算的结果仅占 78%, 且还

有 1%的估算结果的比较因子大于 2。另一方面, MG

参数化方法估算的结果在比较因子等于 1og102 范围

内的要比 GHP参数化方法少 13%。从统计上说明, 三

种混合参数化方案在吕宋海峡的应用中, GHP参数化

方法与 MG 参数化方案都要优于 Thorpe 尺度方法, 

GHP参数化方案优于 MG参数化方案。 

 

图 8  湍流混合参数化方案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turbulent mixing parameterizations 

注: a: GHP参数化方法与 XMP观测耗散率的比较; b: MG参数化方法与 XMP观测耗散率比较; c: Thorpe尺度方法与 XMP观测耗散率比

较; d: 比较因子的统计直方图; GHP 、 MG 、 Thorpe 分别为 GHP、MG、Thorpe尺度方法计算的耗散率 

 

4  讨论与总结 

XMP 湍流剖面仪观测结果表明, 吕宋海峡东西

两侧 1200 m以浅的耗散率具有空间分布的不均一性, 

东侧强, 西侧弱。另外, 吕宋海峡北部的耗散率要比

南部的大, 从北向南有递减趋势。本文观测结果与以

往研究存在一定差异 , 以往研究表明吕宋海峡是南

海内波生成源区 , 将向南海输入大量的能量并促进

南海混合, 跨密度混合率可以达到 10–3 m2/s, 比北太

平洋平坦地形处的混合率高 2个量级(Tian et al, 2003, 

2009)。本文观测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调查期间

吕宋海峡东侧观测站点正位于一个反气旋涡位置 , 

受反气旋涡影响, 海洋内部会捕获更多近惯性能量, 

增强内部混合(Kunze et al, 1985; Jing et al, 2011)。另 

一方面 , 强西边界流区 , 跨密度扩散率可以高达

10–3 m2/s(Yang et al, 2014), 由于吕宋东侧站点位存在

强的水平与垂向剪切 , 强背景流场会向小尺度持续

输入能量, 促进该区域的上层混合增强。 

通过 GHP 参数化方法估算吕宋海峡耗散率, 我

们发现估算结果与 XMP 微结构湍流剖面仪观测结果

的水平分布和垂向分布呈现出相同的分布特征。同时

也发现 GHP 参数化估算的结果总体上要偏弱于观测

的结果。由于在 GHP 参数化方法在计算剪切应变率

时, 平滑的剪切谱去除线性拟合可能会低估 10%—

20%的方差(Kunze et al, 2006), 导致估算值略低于实

际观测结果。但是, 统计表明基于 GHP 参数化方法

估算的与观测差异在 2倍以内的结果占 71%, 在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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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以内的结果占 98%, 是三种方法中最好的方法, 

能够很好地应用在吕宋海峡的湍流混合估算中。 

通过水平分布和垂向分布比较 , 我们发现在吕

宋海峡西侧 1200 m以浅 MG 参数化方法估算的耗散

率要高于 XMP 微结构湍流剖面仪观测结果, 但其估

算结果与观测结果总体上具有相同的分布特征。统计

也表明基于MG参数化方法估算的与观测的差异在 2

倍以内的结果占 58%, 1个量级以内的占 97%。所以, 

在估算吕宋海峡的湍流混合时, MG 参数化方法要略

差于 GHP 参数化方法, 这与前人给出 MG 参数化方

法较好地估算上层湍流耗散率是不同的 (周宇等 , 

2015; Shang et al, 2017b; Liang et al, 2018)。GHP参数

化方法和 MG参数化方法都是依据 Henyey等建立的

ray-tracing 能量传输模型, 所不同的在于对模型中变

量处理方式不同。GHP 参数方法假定内波场是稳定

的(或随时间变化缓慢), 内波破碎的引起的能量耗散

近似等于内波从大尺度向小尺度传播的能量。所以总

的内波场能量就仅取决于波数谱密度的能级(Polzin 

et al, 1995)。MG参数化方法更适用于耗散率同时与

剪切和层结成比例的动力过程 (MacKinnon et al, 

2003), 当耗散率更依赖于剪切强弱时, MG方法在估

算耗散率可能就会出现较大误差。在吕宋海峡附近, 

由于水深普遍大于 2000 m(图 1), 且存在大量内波生

成, 伴随着波波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的内波破碎可

能更适用于基于大洋内波谱建立的 GHP参数化方法。 

Thorpe 尺度方法在估算吕宋海峡湍流混合时结

果较差。估算吕宋海峡东侧和西侧耗散率的水平分布

时, 估算值高于观测值, 吕宋海峡断面上估算值低于

观测值。估算耗散率的垂向分布时, 吕宋海峡西侧明

显高于观测值。仅有 78%的估算结果与观测结果差异

在 1 个量级内, 且有 1%的结果差异高出 2 个量级。

相较于基于剪切与层结参数估算耗散率的 GHP 参数

化和 MG参数化方法, Thorpe尺度方法在估算耗散率

的效果较差。由于 Thorpe 方法是基于水体重力不稳

定而引发的密度翻转计算耗散率, 对仪器的精确度、

采样率、下降速度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 Thorpe尺

度方法在估算湍流混合时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除此

之外, Thorpe尺度在使用时更建议采用自由下降的剖

面仪, 而不是有缆下放式的仪器。因为船在海水作用

下的摇摆可能会引起传感器响应的一系列误差问题。

如采用 Argo 浮标观测温盐数据识别水体翻转, 结果

可能会更好些。 

本文通过 23 个站点的自由下降湍流微尺度剖面

仪观测到的夏季吕宋海峡附近海区的湍动能耗散率, 

首次综合地对现今广泛使用的三种湍流混合估算方

法进行比较研究 , 评估了它们的适用性。分析表明

GHP估算方法最优, MG参数化方法其次, Thorpe尺

度方法相对 GHP 和 MG 参数化方法较差。由于吕宋

海峡区域具有复杂的海洋动力过程和各种地形特征, 

该海区的混合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近似作为

全球混合分布的缩影。因此该海区的混合参数化方案

的深入认识将会对应用参数化方案研究全球混合有

很大帮助。但由于海洋内部混合过程比较复杂, 每一

种估算方法都有其最适用的动力条件。所以, 今后还

需开展参数化方法动力条件适用性工作 , 研究其原

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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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TENT TURBULENCE 
ESTIMATION METHODS IN LUZON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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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AS 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4. 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5. Marine Dynamic Process and Climate 
Function Laboratory,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Qingdao 266237,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iculty and high cost of direct observation of turbulence mixing, the study of turbulence mixing 

is largely limited. Therefore, the method of estimating ocean turbulence mixing based on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current 

data came into being. In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 we evaluated the applicability of currently used Gregg-Henyey-Polzin 

(GHP) fine scale parameterization, Mackinnon and Gregg (MG) parameterization, and Thorpe scale methods using data of 

free-falling microstructural turbulence profilers from 23 observation sites and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 in the Luzon 

stra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GHP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could well estimate the turbulent mixing of Luzon Strait. 

Although the dissipation rate estimated by the GHP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s generally weaker than the observation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stimation and observation results within a factor of 2 accounts for 71%, showing the 

sam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dissipation rate observed by the 

microstructural turbulence profilers. Based on the MG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sipation rate of 

shallow than 1200m on the west side of Luzon Strait was larger than the observed value, bu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the same on the whol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MG parametric estimation and observation were within a factor of 2, 

accounting for 58%. I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GHP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the estimated value of MG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deviates more from the observed value. When the Thorpe scale method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dissipation rate of Luzon Strait, only 30%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stimation and observation was within a factor of 2, 

and 70% of the results were more than one order of magnitude, show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bserved results.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urbulent mixing parameterizations in Luzon Strait, showing that the GHP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s the best, the MG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s the second, and the Thorpe scale method is 

inferior to the GHP and MG parameterization methods. 

Key words    Luzon Strait;  microstructure observation;  GHP parameterization;  MG parameterization;  Thorpe 

scale 

 


